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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四化”协调发展，需要把握“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空

间相关性以及动态演进情况。利用安徽省 16 地市 2001-2014 年“四化”的相关数据，

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几何平均法与 HR 模型测算了“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和协调发

展度，进一步利用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模型，分析“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的动态演

进情况，最后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探讨了“四化”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

结果显示：安徽省地市的“四化”协调度呈上升趋势，区域范围逐渐扩大，形成了皖

江城市区域增长极；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增速较快但明显滞后；安徽省地市“四化”

协调度有空间相关性，表现出正向集聚性，尤其是皖江城市内部空间滋出效应明显，

“四化”协调度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但这种关系有限；“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

有区域差异，且呈扩大之势。研究认为，要利用皖江城市承接产业转移的契机，加快

推进信息化建设；继续加大皖江城市带区位优势和集群优势，提高区域内的经济、技

术的滋出，发挥皖江城市带领头作用和辐射效应，实现“四化”协调联动发展；加强

邻近区域的合作实现双旅，实现区域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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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

现代化（简称“四化”）获得了较快发展，加快了国家现代化目标实现的进程。党的十七届五

中全会首次提出了“三化协调”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要求“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

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提出“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

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

发展”。安徽省是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和新型工业化大省，工业化和城镇化处于快速推进

阶段，面临产业结构升级、农业产业化发展等诸多问题。如何兼顾不牺牲农业、不浪费资源、

不破坏环境的“四化”协调发展目标，构建新的“四化”发展的动力机制，加快推进“四化”

协调发展下的具有安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这些问题的解决急需理论支撑，也是

实践中急需回答的问题。

关于“三化”、“四化”同步或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也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为了促进



“四化”协调发展，很多学者对“四化”发展的格局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工业化、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各自的发展水平、综合水平、祸合度和协调度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还

有大量学者研究了“两化”或“三化”或“四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制，并测算了协调

发展水平，对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已有文献从“四化”的测度、机理和相互关系等多角度进

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还存在拓展的空间。从测度的方法上看，主要采用了层次

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这两种方法计算“四化”水平测算值，都采用了主观赋权或采用

嫡值法，很难客观地给出测算的结果。从研究样本上来说，主要是国家或省级面板数据，或者

以地级市为单元研究全国和四大板块的协调情况，主要研究宏观层面问题，具体省域内部、经

济区内部的研究不够，因此，研究结论的针对性不够，应加强地级市层面或省域内部的相关研

究。安徽省作为中部省份之一，面临经济转型、产业梯度转移的挑战，在中部崛起中扮演的角

色越来越重要。200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确定皖江城市带是

重点发展区域，是六大城市群增长极之一，基于此，利用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 2001-2014 年的

面板数据，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四化”水平值，利用几何平均法计算得到综合水平值

，更加合理评价安徽省“四化”发展水平，从“四化”的空间布局及演变的路径切入，从时空

两个维度把握安徽省“四化”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与变化规律，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安徽

省“四化”协调发展的空间关联性，揭示“四化”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变化，寻找集聚区

域，并将此作为安徽“四化”发展的增长极，为快速推进“四化”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指标的选取

“四化”反映的是综合情况，涉及到方方面面，现有文献的“四化”协调的指标体系尚未

统一。指标的选择遵循系统性、科学性的原则，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根据已有文献的研究确定

如表 1 所示的指标体系。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各年的《安徽省统计年鉴》和《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为了减少由于价格因素带来的影响，数据均以 2001 年为基年做了平减，其中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农民人均纯收入和邮电业务总量均使用 GDP 平减指数进行平减；第二

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总产值均使用其相对应指数平减。

1.2“四化”发展水平测度与“四化”协调度模型构建

大多文献均采用简单的算术平均法、几何平均法和专家打分法确定每一个指标的权重，这

种权重的确定方法主观性太强。而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能客观地确定权重，利用表 1 设定的指

标体系，就可以较为客观地计算出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水平值。

1.2.1 计算“四化”发展的水平值

分别对“四化”的每一个子系统做全局性主成分分析，从而确定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

和农业现代化四个子系统发展水平的得分为 f1、f2、f3、f4。测算出“四化”每个子系统的

水平值后，利用“四化”水平值的几何平均数来表征“四化”综合水平值（p),这样可以充分

反映每个子系统对全局变动的直接影响，由于采用了几何平均值法，所以每个子系统的水平值

不能出现负值，根据统计学中 3a 原则。



1.2.2 计算“四化”间的协调度



1.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问数据分析是对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技术的总称。主要用于空间关联测度

，探索空间集聚和空间异常，把握单元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利用软件 GeoDa1.6.7 实现

全局性空间自相关、局部自相关分析，探索“四化”协调度的聚类趋势。全局性的莫兰指数主

要探索“四化”协调度在整个空间区域上的集聚趋势，全局性 Moran'sI 指数平均化了地区间

的差异，不能反映各地区的空间相关关系，可以用局部 Moran'sI 指数解决这－问题，局部莫

兰指数主要探索“四化”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了解其具体的空间分布规律。可以通过“四化

”协调度的 LISA 图来判断“四化”协调水平的集聚水平和显著性水平。文中空间相关性是基

于 Queen 的一阶邻近权重矩阵。



2 安徽省“四化”基本格局及发展水平时空分异分析

2.1 安徽省“四化”基本格局

根据表 l 中“四化”测算的指标体系，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和安徽省 16 地市面板数

据测算了“四化”发展水平值，见表 2。首先，安徽省各市的“四化”发展水平持续稳定增长

。2001-2014 年间，各地市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各项指标均获得了快速增长

，这得益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次，“四化”发展水平中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增长迅速。

信息化发展水平的均值由 2001年 0.331上升值 2014年 1.691，发展非常迅速，年均增长率 13.4%

，远高于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增长速度。但信息化发展起步低，总体水平落后于其

他“三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也较为迅速，由 2001 年的 1.107 到 2014 年 2.7445，年均

增速为 7.2%，仅次于信息化发展速度，已经超过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农业现代化能

获得较快的增长，这与党中央自 2004 年连续 13 年发布涉农的中央“1 号”文件，开启了惠农

、支农、强农、富农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大大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就增长速度来说，“

四化”内部发展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最后，就“单化”来说，空间分布不均衡，但表现出

一定的集聚性。从“工业化”水平来看，2001 年和 2014 年 Ii 业化水平值较高的城市，排在

前十位的城市均属于皖江城市带，毫州和阜阳两个城市的工业化水平最低：“信息化”和“农

业现代化”也表现出类似的分布特征，池州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下降了四位，“信息化”水

平上升为第认合肥的“农业现代化”水平靠后：从“城镇化”水平来说，水平值靠后 6 个城市

中，皖江城市带中有只个，和其他“一毛化”表现出不一样的特征，2014 年排在前三位的城

市为黄山、六安和池州。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城镇化”水平考虑生态、环保、低碳和城乡

协调发展，体现厂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

2.2 安徽省各市“四化”综合发展水平与协调度的时空分异

利用测算出的“四化”发展水平值，根据式（1)可以计算出“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值，图

1 反映了安徽省“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值的均值。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2001-2014 年间，安徽省“四化”综合水平值呈现稳步上升趋势，“

四化”综合水平值由 2001 年的 1.13 上升至 2014 年的 2.3，年均增长 5.62%。从增长率土看，

由 2002 年 0.84％上升至 2010 年 26.68％的高峰后开始下降，呈现倒“U”型，2009 和 2014

年增长率“四化”综合水平值出现负增长，这与 2007 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

危机相关。随着世界各国出台相关经济政策，中国也出台了 4 万亿元投资的宏观政策，政策的

效果自 2009 年开始显现，2010 年“四化”综合水平值也迅速反弹，2011 年后增长速度放缓。

2014 年“四化”综合水平值出现负增长，这与 2014 年经济发展转型、调整经济增长方式、调

整经济结构息息相关，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如图 2，从时间维度来看，地图颜色逐渐加深

，说明安徽省“四化”综合水平越来越高，呈现上升趋势：从空间分布来看，安徽省“四化”

综合水平分布呈现出空间差异，皖江城市带的“四化”综合水平在安徽省呈现出引领趋势，形

成区域增长极。



在“四化”发展水平值的基础上，利用式（5)计算出安徽省各市“四化”协调度：图 3 反

映了 2001-2014 年安徽省“四化”协调度的时空分布特征。首先，2001-2014 年间，安徽省“

四化”发展逐渐趋于协调。2001 年安徽省所有地市均未能达到协调标准，2014 年的协调水平

明显改善。到 2007 年图中深颜色面积增幅较大，而且颜色逐渐加深，这表明安徽省“四化”

协调发展程度提高、范围逐步扩大，2014 年“四化”协调度范围进一步扩大，颜色再次加深

，“四化”协调度整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其次，2014 年协调度水平值表明安徽省“四

化”协调度大部分都处于中等水平。安徽省 I0 地市 2014 年的协调度区间均在[0.6,0.8]，池

州和黄山的协调度接近 0.9，而协调度的理论值区间为[0,1],虽然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安徽省

“四化”不断趋于协调，但仍有很大改善空间。第二，从空间分布来看，皖江城市带的“四化”

协调度较高。一方面，皖江城市成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延续了安徽省经济发展的动力

，确保了安徽省经济高速增长，究其原因是源自皖江城市带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重要作用。另

一方面，皖江城市承接产业转移功能和实践，加速皖江城市“四化”协调发展的水平，成为安

徽省“四化”协调发展的领跑者。从 2014 年安徽省“四化”协调度分布可以看出，铜陵、芜



湖、马鞍山和淮南的协调度落后，其中有二个属于皖江城市带，而且可以发现这共个城市的工

业水平较高，经济发展水平位于安徽省前列，显示出了“四化”水平和协调度的不一致性，存

在较大的改进空间。导致这四个市“四化”的协调度滞后于其他市，主要原因是这四个市的城

镇化水平低，落后于其他市，由于新型“城镇化”考虑了资源和环境的约束，城乡协调发展，

反映出了部分城市的“四化”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以牺牲资源、环境和城乡协调为代价的。

有些地市的“四化”发展较为协调，但其综合发展水平低。例如，蚌埠的“四化”协调度

位列安徽省第二，而“四化”总水平值位列第九。也有地市“四化”综合水平高，但协调度低

，例如，铜陵的“四化”协调度约为 0.56，位于安徽省倒数第二，而“四化”综合发展水平位

列第一。为此，判断“四化”协调发展不能仅仅依赖于“四化”协调度，还要考虑“四化”综

合发展水平的质量。为了更好考察协调度发展水平和“四化”综合发展水平，将安徽省“四化

”协调度分为 5 类”，记为 CDL，具体见表 3。

测算的结果显示，以 2014 年为例，安徽省有 15 地市的“四化”协调度属第 4S5 类型，协

调且有效的六个城市中五个属于皖江城市带，呈现出明显的集聚趋势，形成区域增长极。纵向

比较来看，安徽省“四化”协调发展在逐步改善，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四化”发展向协调

有效转变。2001 年安徽省 16 地市协调类型都是第一类（不协调），而到了 2007 年属于第一

类型的城市减少到 6 地市，其余属于第 3、4 类型，向好的趋势一直延续至今。从区域来看，

协调等级较高的城市位于皖江城市带，“四化”发展水平呈现出区域引领的态势。



2.3 安徽省“四化”空间数据的探索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重点是研究数据（或信息）的空间依赖性及空间异质性，用于揭示数

据（或信息）的空间关联性，找出空间集聚区域，发现异常点。为一 r 进一步对“四化”协调

度空间格局进行探索，采用 Moran'sI 指数法，试图发现安徽省“四化”协调度的空间集聚和

空间的异常情况。

2.3.1 全局自相关分析

为厂厂解安徽省地市“四化”协调度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使用 GeoDa 计算“四化”协调

度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如图 4 所示，整体来看，全局莫兰指数值变动幅度较大，空间相关性

稳定性差，呈现出波动性二全局 Moran'sI 指数都为正，反映出了安徽省“四化”协调度呈现

正的空间相关性，安徽省地市“四化”协调发展并非是孤立、随机分布的，而具有一定的空间

依赖性和集聚性，如“四化”协调度高的地市之间趋同，形成“高一高”集聚格局，“四化”

协调度低的地市之间趋同，形成“低一低”集聚格局，距离相邻的地市间的依赖和扩散效应使

得这种相关性加强，格局也因此发生变化。虽然全局表现出了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安徽省内

部地市的空间分布并不明晰，于是进一步对安徽省 16 地市“四化”协调度局部自相关进行探

索。



2.3.2 局部自相关分析

为了呈现“四化”协调度的局部空间分布特征，选取二年(2001、20O7 和 2014)从时空两

个维度进行分析，如图 5 所示，其中图 a 是集聚地图，图上是显著性地图：从时间演变的进程

来看，空间集聚的地市呈现出由多到少趋势，空间相关性由强变弱再变强，采用蒙特卡罗模拟

的方法对其随分布进行模拟，这二年的莫兰指数值分别为 0.3183.0.1616,0.2006，对应的 P

值为 0.016,0.067,0.037，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空间维度上来说，“四化”综合水平逐渐

上升，协调度趋于上升：以 2001 年为例，高一高集聚性的地市有 5 个城市，其中属于皖江城

市带有 4 个城市，显示出了皖江城市带滋出效应明显，带动了周围区域的“四化”融合发展，

形成了良性互动、强强联合的增长驱动极。从 LISA 显著性地图上来看，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

的区域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2007 年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国内整体经济开始下滑，集聚区

域仅有池州市和黄山市，到了 2008 年安徽省高高集聚区域仅黄山市，在国家出台各种刺激政

策作用下，皖江城市迎来了一波新的发展，集聚的区域开始扩大，空间扩散效应显现。一方面

是来自皖江城市内部的扩散效应的带动，而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长共角城市

的辐射，产生了积极的带动作用。虽然得到了一定恢复，但受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影响，国内目

前正在经济转型，面临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诸多问题，空间效应还未

完全凸显出来，这也导致了安徽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扩散效应不明显，需要经济改革进

一步深入，制度改革的红利才会逐渐显现。



3 安徽省“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的动态演进

通过上面的分析，安徽省“四化”协调发展存在空间集聚，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为了进

一步分析安徽省“四化”综合水平、协调度的整体演变和区域动态变化，采用非参数核密度模

型对其动态变化趋势进行估计。通过核密度图中波峰现状和数量变化来反映“四化”协调发展

水平的分布、形态和演变趋势，从而判断区域间分化是否严重。图 6 显示了安徽省“四化”综

合水平的动态演进状况，从曲线的位置来看，三条曲线均右移，说明“四化”综合水平逐年提

高。从波峰和波宽来看，2001-2007 年波峰明显上升，波宽略有收窄，说明安徽省“四化”综

合水平差异正在缩小，2014 年的波峰下降，宽度明显变大，峰的右翼出现拖尾现象，说明“

四化”综合水平差距在变大，安徽省区域内出现了“极化”的现象。



图 7 显示了安徽省“四化”协调度的动态演进状况，三条曲线的位置逐次右移，说明安徽

省“四化”协调度逐年提高。从波峰和波宽来看，2007 年波宽略有扩大，波峰稍微降低，呈

现双峰，第二峰值比第一峰值略低，说明安徽省 2007 年“四化”协调度区域差异在扩大，表

现出“极化”的趋势。2014 年的呈现出明显的“双峰”，波宽进一步扩大，“双峰”的高度差

异变大，说明“四化”的协调度区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区域两极分化加剧，大部分城市的“四

化”协调度在 0.7 附近，清晰显现高值集聚。

综上，“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的动态演进情况可以发现，安徽省“四化”综合水平和

协调度呈现逐年改善之势，但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且这一区域的差异有扩大之势，同时

也表现出了集聚的态势。



4 结论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安徽省地市“四化”协调发展存在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但同时区域发

展的空间溢出效应又带动了“四化”协调发展，“四化”在空间维度上的分异，导致了政府推

进“四化”协调发展的政策选择。结合协调度模型和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模型，运用探索性空间

数据分析方法，从新经济地理视角切入，研究了安徽省“四化”协调度的空间布局和演变逻辑

，寻找“四化”的空间集聚区，以此区域引领安徽省“四化”的协调发展。研究的结果显示：

①就“四化”发展水平和协调度来看：安徽省地市的“四化”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协调

发展类型由“不协调”向“协调且有效”类型转变；协调度逐渐改善的区域范围扩大，且协调

度较好的大部分地市属于皖江城市带，形成了安徽省“四化”协调发展的区域增长极，皖江城

市带的引领作用明显。“四化”发展综合水平逐渐改善，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迅速但明显

滞后，影响了四化协调发展。

②就“四化”协调度空间相关性来看：整体而言，安徽省地市的“四化”协调度有空间相

关性，呈现出空间依赖性特征，但空间相关性有一定程度的波动，而且 2011 年后空间依赖性

逐渐增强。局部而言，皖江城市内部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四化”融合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

同时再加上外围的“长三角区域”对皖江城市的辐射效应，皖江城市的“四化”协调发展形成

了积极的区域引领作用。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再加上国内经济转型面临的去产能、去库存

、降成本等调结构的影响，2007 年后安徽省的区域增长极内相互辐射效应不明显，随着改革

的进一步深人，制度红利会逐步显现。

③就“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度的动态演进来看：验证了安徽省“四化”综合水平和协调



度逐年改善，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有扩大之势，同时“四化”也出现区域高值集聚现象。

鉴于空间要素滋出效应的重要性，从时空两个维度提出“四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第一，加强安徽省地市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建设。由于信息化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其他

“三化”，要利用皖江城市带承接、转移产业为契机，大力发展 IT 产业和信息技术，在安徽

省经济发展先行区域（如皖江城市带），利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推动工业化发展的水平和

质量。利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现代化的规模化、标准化，推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利用大力发展信息化的契机，提高“四化”联动水平，利用区域空间的扩散效应

和区域增长极的引领作用来推动“四化”的融合发展、协调发展。

第二，继续扩大区域增长极的引领作用。继续加大皖江城市带区位优势和集群优势，拓展

皖江城市带的承接、转移的力度与范围，发挥集群内部的扩散效应，利用产业集群的扩散效应

带动地市间经济、技术的溢出要发挥皖江城市带的支持作用和辐射效应，联合皖北城市群，带

动皖西城市群，实现区域内部“四化”协调联动发展。接受长三角的外部辐射，拉动整个皖江

城市带的增长，推动“四化”协调发展。

第三，加强邻近区域的合作。由于“四化”协调度相对地理邻接和距离的邻接的影响，在

制定区域规划和区域协调发展时，考虑地理空间因素尤为重要。加强区域合作，提升发达地区

的富邻政策的扩散效应，最终实现回馈的双燕局面。

第四，处理好协调与发展的关系。由于“四化”发展水平稳定增长，在推进“四化”发展

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四化”内部之间的“单化”的协调发展。不仅要推动区域增长极的引领

作用，而且要重视区域内部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区域差异的收敛和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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